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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统治、 市民资本主义与共和制

———早期现代英格兰国家构建的独特道路

陈 　 涛

　
摘　 要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早期现代英格兰国家构建的独特性就在于，乡绅出任治安法官和参与议会政
治，确立了一个地方自治的传统。这不仅形塑了英格兰政制，而且还为现代市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

空间。而上述政治和经济体制确立的关键性时刻就在于英国内战中，乡绅与市民阶层和其他群体联合在一起，

反抗国王，打断了那时由王权所推动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进程，从而迈上了一条有别于欧陆的国家构建道路。乡

绅对公职的积极参与，他们所奉行的绅士平等原则，及其秉持的伦理德性，使得绅士统治成为早期现代英格兰

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领航人和守护者。今天，重拾韦伯的分析，既有助于弥补晚近英国史研究进路上的局

限，也为我们思考现代国家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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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绅论战”

１９４１年，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 （Ｒ Ｈ Ｔａｗｎｅｙ）发表了两篇文章：《哈灵顿对其时代的解释》《乡绅的崛

起 （１５５８—１６４０）》，并提出了一个轰动一时的观点：从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到内战前夕，经济上崛起的乡绅取
代了陷入财务危机的贵族，打破了旧有的权力平衡。正是他们接下来推动英格兰从封建君主制向共和制转变。

何以贵族会衰落，而乡绅却会崛起呢？托尼提供了一个经济史的解释：美洲涌入欧洲的金银引发的价格

革命和亨利八世推行的大贬值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地租等非商业性报酬的价值下跌，而商品利

润等更具弹性的收入的价值则上升。于是，依靠地租收入、讲究排场而又挥霍无度的大量贵族家族陷入财务

危机。他们不得不借助举债或抛售土地来维持既有的生活方式。相比之下，乡绅较少承担地方公共责任，土

地规模较小，便于转变地产经营方式。通过改进地产管理，从事商业化经营 （兼并土地组建大农场然后再将

其出租、饲养牲畜、提高粮食产量、开发林地和沼泽等），他们得以提升土地回报，改善经济处境。更重要的

是，这一时期贵族抛售的土地，以及王室抛售的修道院土地，大都落入了这些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乡绅手中。

于是，一个以乡绅为主体，同时包括富裕的商人、律师和农民在内的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崛起了。他们还占据

了下议院的议席，试图借此来影响政府决策。

起初，上述观点并未受到重视。直到 １９４８年，斯通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Ｓｔｏｎｅ）发表了一篇题为 《剖析伊丽莎白

时代的贵族制》的论文。在文中，他借用大量统计数据证明的确存在贵族的衰落：在伊丽莎白一世在位的最

后几年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伯爵和男爵因为超支而濒于财政破产。三年后，该文受到他的老师特雷弗罗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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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ｖｏｒＲｏｐｅｒ）的严厉批评。后者随后又发表了一篇题为 《乡绅：１５４０—１６４０年》的文章，全面抨击了托尼
和斯通的观点。特雷弗罗珀不仅指出了他们在统计数据和方法上的问题，而且还质疑了贵族没落和乡绅崛起
的命题。①

首先，在他看来，托尼对贵族和乡绅的区分毫无意义。这一时期二者仅仅存在名义和法律上的区分，在

财产形式和生活方式上不存在根本差别。他们都是地主，接受同样的教育，有同样的品位和消费习惯，也都

拥有大家庭，奉行长嗣继承制。因此，他们面临的困难也是一样的。其次，真正的冲突不是发生在贵族和乡

绅之间，而是在崛起的贵族和乡绅与衰落的乡绅之间。少数贵族和乡绅之所以能够崛起，不是因为采用了资

本主义式的地产经营方式，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官职持有人 （ｏｆｆｉｃｅｈｏｌｄｅｒｓ）。他们不仅可以从其追随者或请求
他们办事的人手中收取各种费用和贿赂，而且还有机会优先购置王室和贵族抛售的土地，或是从王权那里购

买专利证书，然后再从垄断贸易中获利。相比之下，那些仅仅依靠地产经营的贵族和乡绅，因为缺乏上述营

利机会，而在这一时期陷入了经济危机，并对上述 “宫廷党”充满怨气。他们要么接受天主教，要么接受清

教，以作为他们反对宫廷和国教会的一种立场宣示。最后，不是崛起的乡绅，而是衰落的乡绅，构成了内战

的领导者。在詹姆斯一世时期，被排斥在外的贵族得到新王朝的安抚，改善了自己的经济条件。但乡绅的处

境反而更加恶化了。落在乡绅头上的两项税收，王室监护权和采买权 （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ｕｒｖｅｙａｎｃｅ）分别增加了
一倍和三倍。同时，他们还被剥夺了缓解经济危机的各种手段 （如海上私掠、圈占公地和提高租金等）。当

查理一世停开议会之后，乡绅的不满达到了顶峰。于是他们起而革命，建立了一个乡绅共和国。

由此，一场 “乡绅论战”在英美学界燃起。双方的观点都不乏支持者，亦不乏批评者。受此影响，从

１９５５年到 １９７７年间的许多博士论文也都致力于上述议题。最终，伴随着托尼的去世、特雷弗罗珀升任为牛
津大学钦定教授，以及斯通转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这场论战趋于平静。

特雷弗罗珀的观点在最初得到拥趸之后，随后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首先，他似乎无意中接受了内战中
王党一方的宣传，把议会党人说成是出身卑微、追名逐利的一群人。实际上，议会阵营中并不都是没落的乡

绅。南部和东部的许多富裕乡绅都站在议会党一边，而北部和西部欠发达的、以农业为主的郡中，却有不少

贫困乡绅成为王党最狂热的拥护者。② 其次，他夸大了官职收益，也低估了土地收益。许多人因为购买官职而

陷入财务困境，甚至破产。另一方面，从 １５３０年到 １６２０年，土地收入普遍增长了三倍，甚至更多。③ 最后，
特雷弗罗珀在经济衰败的乡绅与宗教激进主义之间建立的那种关联，难以令人信服。总之，今天再来回顾这
场论战，显然托尼和斯通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尽管许多论证细节仍有待商榷。

上述论战涉及一项关键性的议题，即英国贵族，尤其是乡绅在近代英国国家构建中的作用。这也是韦伯

考察和比较西欧各国现代国家构建道路的焦点。他对此所作的评论散落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正因为如此，

虽然托尼、特雷弗罗珀和斯通都曾撰文专门回应韦伯的某些议题④，但他们都不曾留意到韦伯有关英国的整

体判断。

下文，笔者将尝试参照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史的相关研究，重构韦伯有关现代早期英国政治和经济的

观察。韦伯的整体判断是否还能经受住晚近英国史研究的诸多新成果的检验？反过来说，对于晚近的英国史

研究来说，韦伯的理论视角是否还具有持续的启发性？答案是肯定的。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韦伯对英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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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除了倚重于德国本土的研究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加德纳 （Ｓ Ｒ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的内战史
研究。而无论是托尼、希尔、特雷弗罗珀和斯通，还是后来的修正主义史学，都把以加德纳为代表的宪政史
研究传统当作靶子。由此出发去定位韦伯的工作，其意义就在于：韦伯属于比较早的尝试去结合宪政史和经

济史、社会史，并对后面两种研究路径做出贡献的学者。因此，毫不奇怪，托尼、特雷弗罗珀和斯通等人都
很重视韦伯的研究。当然，这也意味着韦伯的理论分析必须经受修正主义史学的检讨和修正。① 但是，从另一

个角度来说，晚近英国史研究在研究议题上的碎片化，又迫切需要从韦伯这里学习比较历史研究的整体分析

视角，以及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维度之间穿线搭桥、构建整体图景的能力。

当然，本文的首要目的在于重构韦伯有关现代早期英格兰政治和经济的整体判断，并为我们思考现代国

家构建提供某种可资借鉴的视角。

二、乡绅、治安法官与地方自治

单就贵族制而言，英格兰与其他欧陆国家并不存在根本差异。它本就移植自法国。真正专属于英格兰的

是乡绅制。托尼受到的指责之一是对贵族和乡绅缺乏清晰的界定。而特雷弗罗珀则认为没有必要去区分贵族
和乡绅。尽管如此，他仍然承认二者在法律和名义上存在区别。那么，谁是乡绅？他们与贵族有哪些异同呢？

（一）乡绅是谁？

让我们先来看看当时人们的看法。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外交使臣史密斯 （Ｓｉｒ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ｍｉｔｈ）把英国人划
分为四个群体：绅士 （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公民和自治市市民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ａｎｄ ｂｕｒｇｅｓｓｅｓ）、约曼农 （ｙｅｏｍｅ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ｅｒｓ）
和佣工 （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ｓ）。其中，绅士包括了国王、贵族 （又分为大贵族和小贵族，即骑士）和有资格佩戴纹章的

侍从 （ｅｓｑｕｉｒｅｓ）。稍晚的另一位纹章学家西格 （Ｓｉ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ｅｇａｒ）把英格兰人划分为五个群体：“我们在英格
兰把自己分为五类：绅士、公民、约曼农、手工业者和佣工。在绅士中，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国王、亲王、

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 （Ｋ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ｅ，Ｄｕｋｅｓ，Ｍａｒｑｕｅｓｓｅｓ，Ｅａｒｌｓ，Ｖｉｃｏｕｎｔｓ，ａｎｄ Ｂａｒｏｎｓ）。这些都是贵
族 （ｎｏｂｉｌｉｔｉｅ），被称为领主 （Ｌｏｒｄｓ）或贵人 （ｎｏｂｌｅｍｅｎ）。位于他们之下的则是骑士、侍从和普通绅士，它
们也可以被称为小贵族。”②

可见，绅士和非绅士的区分大致对应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其中，绅士分为贵族 （ｎｏｂｉｌｉｔｙ，也称
为 ｌｏｒｄｓ或 ｐｅｅｒｓ）和乡绅 （ｇｅｎｔｒｙ）。贵族从高到低可分为五个品级：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最低
一级 “男爵”起初并无品级意涵，泛指直接由国王授封的大领主。它源于法国封建制，原本指国王的随从，

通过为国王提供军事服务，直接获封采邑。另一个较早的头衔是伯爵，它承袭自盎格鲁撒克逊。原本是一种
高级王室官员，负责管理若干郡或县的行政、司法和军事事务。自 １４世纪以后，又陆续设立了公爵、侯爵和
子爵等爵位，并逐渐建立起上述爵位的品级。

截至 １７世纪中叶，乡绅包括四个由高到低的品级：准男爵 （ｂａｒｏｎｅｔｓ）、骑士、侍从和普通绅士。准男爵
这个头衔很晚才出现。为了获取财政收入，支持爱尔兰殖民，詹姆斯一世于 １６１１年创设了该头衔。它位于男
爵之下，因而不具有贵族身份 （ｐｅｅｒａｇｅ）。相比之下，骑士是一个更为古老的头衔。中世纪，骑士被授予采
邑，以便为国王和男爵提供军事服务，并有机会凭借军功获封爵位。大约到了 １３ 世纪中叶，骑士身份
（ｋｎｉｇｈｔｈｏｏｄ）已经演变为一种社会等级。只要具备一定的财产和社会影响力，就有资格被授封为骑士，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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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现代英国史，尤其是内战史领域，修正主义史学主要与埃尔顿、罗素、莫里尔、凯什岚斯基和埃弗里特 （Ｇ Ｒ Ｅｌｔｏｎ、Ｃｏｎｒａ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Ｍａｒｋ Ｋｉｓｈｌａｎｓｋｙ、Ｊｏｈｎ Ｍｏｒｒｉｌｌ、Ａｌａｎ Ｅｖｅｒｉｔｔ）等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他们以各自的研究，挑战了此前辉格党史学 （以加德

纳和斯通为代表）和马克思主义史学 （以托尼和希尔为代表）有关早期现代英国史的解释。第一，针对此前历史学家对阶级斗争、

宗教冲突和宪政斗争等方面的强调，他们强调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存在的共识，如议会奉行的妥协政治、各阶层的宪政共识和宗教共

识等；第二，针对于此前历史学家长时段的社会史和经济史视角，他们更偏好于研究短时段的政治事件和精英们的派系斗争；第三，

针对于此前历史学家偏好于跨国别的历史比较研究，他们更注重地方史研究，参见 Ｔｉｍ Ｈａｒｒｉｓ牞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牞 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牞 ７８牞 ｎｏ ４牞 ２０１５牞 ｐｐ ６１５－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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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统治、市民资本主义与共和制

不一定要依附于贵族。至于侍从 （ｅｓｑｕｉｒｅ 或 ｓｑｕｉｒｅ），原本是为骑士提供服务的男仆，或是见习骑士
（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ｋｎｉｇｈｔ），平日在家中服侍骑士，战时则追随骑士充当盾牌手 （ｓｃｕｔｉｆｅｒ）或骑兵 （ａｒｍｉｇｅｒ）。从出
身上说，他们主要来自贵族的次子、骑士的长子和地方望族领袖等。① １４世纪中叶，侍从也发展为一种社会
等级。最后一个等级则是普通绅士。他们凭借出身 （血统）、教育、财富和闲暇 （即免除体力劳动）而有别

于平民。

起初，乡绅阶层主要来源于贵族的非长子们。由于英格兰奉行长子继承制，所以他们无法继承家族的爵

位和地产，不得不另谋生路。但是，由于出身于贵族，并过着贵族式的生活，所以他们也被算作绅士阶层的

一部分。他们中的成功者也有机会获得爵位，成为新贵族。在土地财富与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紧密相关的年代，

富有的约曼农、律师、城市商人、金融家、官员和政治家等，也能够通过购买地产，或是与乡绅联姻，攀升

到乡绅阶层。实际上，许多乡绅家族的起源非常晚近，而能够长期维持乡绅地位的家族并不多见。② 英国贵族

和乡绅的这种开放性，使他们能够吸纳底层精英，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

相比于大贵族出没于宫廷、枢密院和议会等场合，乡绅的主要舞台是在地方。治安法官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副郡守、副郡尉、提审狱犯法官 （Ｊｕｓ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Ｇａｏｌ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和议员等官职，往往交由骑士和侍从出
任。就此而言，贵族和乡绅在法律上的区分并非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社会

声望。

（二）治安法官和地方自治传统的确立

上述职务中最重要的当数治安法官和议员。从长远来看，乡绅出任治安法官和参与议会政治，不仅确立

了地方自治的传统，而且还决定性地形塑了早期现代英格兰政制的形态。

１ 治安法官的起源和影响。

在韦伯看来，王室任用乡绅做治安法官，以负责地方行政和司法，主要出于以下两个考虑：第一，伴随

着领地制度和人身隶属关系的瓦解，庄园领主和由贵族出任的郡守已经无法胜任地方行政，尤其是治安、失

业和食品价格上涨等问题。第二，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社会地位较低，但在地方又具有一定社会声望的骑士、

侍从和豪族去负责治安和司法，较之于通常由男爵出任的郡守和郡尉等职务，要更容易为王权所控制和监督。

因此，选择乡绅出任治安法官也出于王权想要借由他们去平衡地方大领主的权势的考虑。而此举又得到了乡

绅利益和观点的代言人，即下议院的支持。③

１１９５年，理查一世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Ｉ）的大臣瓦尔特 （Ｈｕｂｅｒｔ Ｗａｌｔｅｒ）下令在每个百户区 （Ｈｕｎｄｒｅｄ）任命 ４名
骑士担任和平守卫者 （Ｋｅｅｐ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负责召集民众到他们面前就维护和平一事起誓。此举旨在监督和
维系传统上大声呼喊 （ｈｕｅ ａｎｄ ｃｒｙ）和大众逮捕罪犯的方法。一般认为，和平守卫者正是治安法官的前身。④

但当时该官职还只是在超常时刻任命的一种维持治安的特派专员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并非常设官员。直到第二
次男爵战争后期，他们才被国王和男爵双方频繁用于维持地方治安。１２８５年的 《温彻斯特法令》（Ｓｔａ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为重建地方治安体系，把和平守卫者确立为郡的常设官职。但他们不再负责领导军队，而只负责
检查备战情况。同时，他们还接管了巡回法官 （Ｊｕｓ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Ａｓｓｉｚｅ）的某些司法职权，如提审狱犯。此后，这
种司法职能不断扩展。王室越来越意识到，要迅速处置扰乱治安的犯罪行为，就必须赋予他们以更大的权力。

不久，“治安法官”一词出现，逐渐取代 “和平守卫者”的名称。最终，１３６１年的 《治安法官条例》（Ｊｕｓｔｉ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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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Ａｃｔ）把治安法官确立为永久性的制度，并要求他们根据王国的法律和习惯法听取和判决各种罪
行。随后不久，另一项法令要求他们每年举行四次季审法庭，以审理诉讼。此后，治安法官逐渐取代郡守，

成为负责地方行政和司法的首要官职。

１４世纪初，也是下议院登上英格兰政治舞台的时刻。爱德华一世以来，为应对战争开销，王权不断增加
补贴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因而亟需得到下议院的支持。从 １２９０年 ７月到 １３２７年 １月期间，国王召集各郡代表参加
的会议达 ３４次之多，总计有 １１６４名 “郡骑士”被选出，其中有 ５０７人多次当选。会议的频繁和人员的持续，
导致下议院的议员逐渐展现出相对于王室和大领主的独立性。在此期间，下议院还建立了 “平民请愿”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的传统。截至 １３３０年代初，议会会期和颁发和平委员会的委任书之间已经建立起牢固的关
系，许多议员同时担任和平守卫者。１３３８年，下议院要求在和平守卫者的提名上拥有发言权，并得以实现。①

不过，国王始终坚持他对治安长官的任命权。

综上，乡绅的形成与他们积极参与国王的各种高级委员会、出任治安法官和郡骑士等职务密切相关。上

述官职也长期被乡绅阶层所垄断。当然，律师、牧师和富有的商人，始终构成乡绅的有力竞争者。

因此，要评价乡绅对英格兰政治的影响，就必须参照上述政治制度的发展，而不能仅仅聚焦于经济史和

社会史。从长远来看，乡绅出任治安法官和郡议员等职务带来了三点影响：首先，强化了乡绅原本在地方社

区的社会声望，并逐渐建立起地方自治的传统；其次，经由这些职务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乡绅也提升了自身

的政治经验；最后，上述乡绅自治也支持了王权的扩张，二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行不悖。在缺乏官僚制

的情况下，正是借助这些乡绅在地方的行政和司法管理，国王才得以在全国各地去贯彻普通法和王室的政策。

下面笔者将结合韦伯的分析对此稍作解释。

自 １４世纪治安法官一职设立以后，其职权就在不断扩展。１５世纪，他们的权力包括了维持治安、落实衣
食节制法、工资监管、监狱监督、检查灯塔和海防等。１６世纪，在上述职权之上，又增添了工商业监管、负
责 《济贫法》的执行和惩罚宗教异端等。玫瑰战争期间大领主势力的衰落，再加上随后都铎王朝时期王权的

抬升，都为治安法官权力的抬升提供了契机。王权把越来越多的地方事务推给治安法官，使其成为一郡中负

责治安和司法等事务的首要官员。

治安法官在地方行政和司法工作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首先，虽然从形式上说，他们在裁决重要案件

时，被要求采用合议制，即至少由两名法官 （其中一名为法定人数，即具备法律知识的治安法官）共同裁

决，但实际上这些裁决仅受制于乡绅阶层的义务观念。国王一方并未提供任何上诉机关可供案件当事人去控

诉治安法官的裁决。上诉一般交由其他治安法官来授理。由季审法庭负责审理上诉的规定很晚才发展出来。

于是，一个极具英格兰特色的地方自治传统由此而得以建立。在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更多的是

一种合作关系，而非官僚制上的层级隶属关系。中央政府仅满足于颁布某些一般性的指导法规，而把法规的

详细规定和具体执行 （包括财政支出）交由地方官员去负责，然后再去监督这些法规的执行情况。圈地运

动、济贫法、监狱改革和社会福利等事业，最初都始于地方的实践和立法，然后再借由中央政府扩展到整个

国家。当地方官员出现不作为或疏忽时，中央政府除了召其到中央进行答复，给予口头谴责之外，也没有其

他惩罚措施。② 这给了治安法官在地方管理上相当大的自主性。

上述地方自治无疑有助于锻造地方社区的凝聚力，强化乡绅对地方社区的控制和忠诚。③ 不过，倘若据

此认为这种 “县域共同体”（ｃｏｕｎ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或地方忠诚的存在，就意味着乡绅们并不关心国家政治，那
就未能充分把握到英格兰地方自治得以确立的条件。英格兰的地方自治传统能够得以维系，不只基于乡绅在

地方郡县的行政管理，也不只取决于他们与王权的合作，而且还有赖于他们参与到下议院的立法和政治活动

中，并借此而形成了一个超地方性的等级。④ １４世纪以后，乡绅就逐渐垄断了下议院的议席。而聚集在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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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斯特共同商讨内政和外交，则使他们超越地方的视野和利益，感知到一种共同利益，并从中培养出一种等

级荣誉和公共精神。一方面，对于统一的议会事业和王室行政的拥护，使得治安法官有效地阻止了个别地方

社区走向政治分离主义，并确保地方自治不至于受到王权的猜忌和打压。另一方面，借由议会政治而结成的

跨地方性的纽带，也使他们能够团结在一起，抵御王权的某些要求，维护自身的利益。简言之，英格兰的地

方自治之所以长盛不衰，离不开乡绅对议会政治的参与。

２ 地方自治建立的曲折历程。

当然，治安法官并不是始终都拥有如此独立的地方自治权。在漫长的历史中，不乏其自治权受到危及的

时刻。

自都铎王朝以来，王权不断借助枢密院去监督治安法官，并借助星室法庭 （Ｓｔａｒ ｃｈａｍｂｅｒ）对他们的裁决
进行复议，惩罚渎职者或违法者。而治安法官也成为王权向地方延伸其权力触角的前哨。当时，枢密院频繁

向治安法官发出指示，责令他们去执行中央的法律和政策，并借助巡回法官和其他官员去监督他们。亨利八

世以后，枢密院委托星室法庭去惩罚治安法官的渎职和违法，成为迫使他们顺从王权的有力机构。不服从命

令的治安法官还会被传唤到伦敦，在枢密院面前进行答复，并受到严厉斥责。上述行政集权在查理一世时期

达到顶峰。他向治安法官派发 《政令全书》（Ｂｏｏｋ ｏｆ Ｏｒｄｅｒｓ），并借由枢密院和巡回法官去责令他们执行法律
和征税。作为以往有关地方治安、市场调控和济贫工作的各项法律的汇编，《政令全书》为治安法官的行政

管理作出了指导和规范。①

从这时开始，治安法官也被赋予了越来越广泛的职权。不仅传统上的治安和司法职权得到了强化，而且

大量新的行政业务，如监督公共工程的修建和维护、赈济穷人、控制工资和物价、监管工业流程，促进工商

业发展、协助神职人员惩罚宗教异端等都交由他们来负责。此外，他们还能够监督郡守、副郡守、郡书记和

验尸官等官员的履职和财务状况，并在他们滥用职权时予以惩罚。

在上述业务中，尤以济贫工作最为王权所关注。早在 １６０１年 《济贫法》出台之前，自 １５３０年开始，王
权便借助枢密院和治安法官去控制流浪汉、乞丐和失业者，着力为他们解决就业和贫困问题。１５８７年，枢密
院敦促住在伦敦的乡绅返回乡村，做好济贫工作，类似的指示在当时很常见。② 韦伯指出，枢密院和治安法官

开展的济贫工作带有非常强的家父长制和 “福利国家”的色彩。③ 他们不仅要打击市场上的投机者、控制食

品价格，而且还会搜查谷仓，查明农民的粮食储备，以便以更为合理的价格确定市场供应和粮食价格。１６２９
年至 １６３０年，粮食歉收和鼠疫蔓延引发社会动荡。查理一世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济贫的委员会。几乎枢密院
的全部成员都被任命为济贫特派专员。他们除了不断责令治安法官执行 《济贫法》外，还负责指示巡回法官

质询和监督他们的工作。而治安法官则在小审法庭 （ｐｅｔｔｙ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上向下级官员发出指示。这些治理实验有
效地推动了济贫工作的组织化。

于是，一个类似于法国旧制度下王权借由国王议政会和督办去监管地方行政机构的框架在英格兰初步成

形。基于枢密院、巡回法官、治安法官和下级官吏，浮现出一个层级化的官僚制的雏形。在治安法官之上，

是枢密院及其安排的各种监督机构，在他们之下，则有书记、警官、济贫监督员和教堂执事等，任其差遣。

上述工作的指导思想正是以法国的官僚制为榜样，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指导。都铎王朝以来历任国王的梦想，

即 “以法国的方式统治英国”④ 眼看就要实现。

然而，内战中乡绅、市民和约曼农等群体起身反抗王权，导致上述行政集权和官僚化进程戛然而止。上

述济贫体制被废除了，这一点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以后，也没有再变更过。政府不再负责为有劳动能力的穷

人安排工作。造成上述转变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 １６４０年以后的政治动荡导致治安法官无法有效地执行济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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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不只是因为清教观念对济贫工作的影响。①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彼时趋于专制的王权触怒了崛起的

乡绅。

当我们把 “乡绅论战”得到的结论与这里的考察放在一起来看时，就不难理解乡绅凭什么、又因为什么

敢于去挑战王权。内战前一个世纪，乡绅不只是借由出任治安法官和议员等职务积累了自身的政治权威，而

且还借由大量买入地产、参与海外贸易和新兴工业等途径提升了自己的经济实力。的确如特雷弗罗珀所说，
廷臣更有机会去获得王室抛售的土地。不过，紧随其后的就是乡绅、律师、商人和富裕的农民。②

因此，当斯图亚特王朝的行政集权触及到乡绅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乃至等级荣誉时，他们便只能被

迫去维护地方自治传统。而查理一世树敌过多，这为乡绅联合其他群体一起对抗行政集权提供了契机。济贫

工作引发的不满只是众多不满中的一项。下文将看到，数任国王推行的垄断政策，触动了几乎所有人的神经，

尤其是从事工商业的市民阶层、贵族和乡绅。不经由议会同意而增加的那些税收、自由捐款 （ｆｒｅｅ ｇｉｆｔ）、强
制贷款和罚款，同样激怒了乡绅和市民阶层。治安法官们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迫执行这些招人厌恶的政策。这

既让他们面临枢密院和星室法庭可能施加的惩罚，又面临地方同侪和普通民众的抵制，因而严重损害了他们

在地方的声望。自 １６３５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乡绅拒绝出任治安法官。１６３７年，那些不积极履职的治安法官遭
到了一轮清洗，这无疑加重了那些早已埋藏在乡绅心中的不满。③ 而内战首先意味着一种权力格局上的调整。

乡绅必须争夺和捍卫自身的权力，以维护他们自身的荣誉、经济利益和熟悉的生活方式。

从长远来看，内战的影响恰恰在于，它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英格兰的地方自治。④ 内战没有削减

治安法官的行政和司法职权，但却削弱甚至废除了原本制约他们的机构。内战前夕，聚集在长期议会中的乡

绅率先废除了星室法院。复辟以后，查理二世时期的枢密院偶尔仍会传唤治安法官，但在遭到下议院的反对

之后，很快就被废止了。王权能够迫使他们顺从的唯一武器就只剩下解雇这一项。从 １６８０年到 １６８３年，查理
二世解雇了那些不支持詹姆斯继承王位的治安法官。从 １６８６年到 １６８８年，詹姆斯二世为了获得对其亲天主
教政策的支持，将一半以上不支持废除 《宣誓法案》的治安法官予以免职。但这也导致王权再一次丧失了地

方乡绅的支持。⑤

在这个短暂的插曲之后，由乡绅出任治安法官，并借此去掌管地方行政的体制在英格兰扎下根来。光荣

革命之后，治安法官的人数和职权都大大增加。１８世纪，他们需要处理通行费、征收土地费，以及更为严峻
的济贫工作。负责审理轻微犯罪的小审法庭或月度会议已经发展为治安法官处理地方事务的例行机构。

在缺乏官僚制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除了取得乡绅群体的合作之外，别无选择。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

领薪的专业官员意味着昂贵的行政成本和额外的税收负担。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说，他们更信任乡绅，哪怕

他们在行政管理上不够专业。因为，由地方税收负担的、训练有素的专业警察和文官通常被视为是 “大陆

的”“僭主式”的权力行使方式。⑥ 人们总是担心他们会强化行政集权，削弱个人活动的自由空间。而从乡绅

的角度来看，虽然他们与贵族同属于统治阶层，但是却更靠近普通民众，更了解邻居们的需求。而他们的行

政管理和伦理品格也的确不负民众所望，为自己赢得了地方权威和社会声望。

三、乡绅、市民阶层与现代资本主义

从上述考察中可以看到，乡绅得以维系自身权力和社会声望，决定性的时刻就在于内战中他们与其他群

体联合在一起，起身反抗国王，阻断了那时由王权所推动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进程。以议会主权和地方自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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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英格兰政制由此得以成形。不过，这场斗争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它还牵扯到经济自由的确立，或者

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英国内战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吗？

在此，我们触及到 “乡绅论战”的另一个焦点。特雷弗罗珀和其他修正主义史学家批判托尼叙事的一点

在于，后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把英国内战诠释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托尼把那些大量购置地产

和从事商业化经营的乡绅视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把那些抛售土地和濒于破产的贵族和乡绅视为垂死的封

建等级，并暗示内战就是新兴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的过程。

这一解释发端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内战的评论。他们主要是从回溯的视角出发，基于 １８和 １９世纪英
国政治力量的组合以及各自的利益诉求，反推 １７世纪内战中各个群体的政治归属和利益诉求。光荣革命后，
英国政治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辉格党手中，而后者主要是大地产所有者 （主要为贵族和大乡绅）和金融资本

家的一种结盟。循此反推，１８和 １９世纪的辉格党被视为 １７ 世纪内战中议会党的继承人。因此，土地贵族
（包括乡绅）和资本家的联盟早在 １７世纪，甚至更早就形成了。

上述解释立即面临一种反驳。１９世纪保守的托利党贵族和乡绅的祖先，同样可以追溯至 １７世纪的贵族和
乡绅。在内战中，除了伦敦掌握在商业和金融寡头手中之外，当时英格兰政治舞台的主角是乡绅。王党和议

会党的主要支持者都是乡绅。简言之，英格兰内战是一场乡绅革命，而不是 “资产阶级革命”。针对于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解释：那些站在议会一方的贵族和乡绅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他们早就通过

圈地运动、赶走佃户和发展养羊业等方式卷入到现代工商业中，把地产变成了能够赚取利润的商品，并与佃

户建立起一种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关系。而他们反对王党的革命，就是一场反对封建制度及其维护的生产方式

的斗争。在革命中，乡绅分割了掌握在国王、教会和贵族手中的大地产，以分散土地的方式，消灭了封建式

的大土地所有制，将土地转化为商品，将佃农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①

很少有人注意到，韦伯也持有一个类似的判断：早自中世纪晚期，得益于治安法官一职所提供的社交圈，

英格兰乡绅就逐步与市民阶层融合在一起，并由此发展出一种新的人格类型。那些从企业中退休的经营者，

或是从企业经营者转变为坐食者 （Ｒｅｎｔｅｒ）的市民，通常会购置一个庄园，过上绅士的生活，甚至出任治安
法官。在融入乡绅圈子的同时，他们也把理性算计和功利主义的特质，带入了乡绅群体中，转化了后者原本

带有骑士特质的 “绅士”人格。最终，在清教伦理兴起以后，受此影响，一种带有禁欲主义、道德主义和功

利主义特征的 “绅士”类型得以形成，从而与传统上崇尚感官刺激和奢侈享受的 “快乐的英格兰人”构成了

反差。② 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作品中，韦伯把这种新的人格类型，即清教徒绅士，看作现代英

美市民阶层所独有的一种伦理特质。于是，殊途同归，他也把内战视为一场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他把

议会党与保王党的分别归为上述两种人格类型的分别；在谈及斯图亚特王朝严惩反对 《游艺条例》的清教徒

时，他将其定性为 “君主—封建社会之对抗新兴的市民道德”；再比如他特别强调克伦威尔征服爱尔兰的资

本主义动机等。③ 可见，韦伯并不反对马克思把内战定性为 “资产阶级革命”，而只是为它补充了文化方面的

影响要素。

上述解释受到修正主义史学家的猛烈批评。即使是斯通和希尔等非修正主义史学家也都修改了各自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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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① 看起来，试图在乡绅、内战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建立联系的做法行不通。然而，即使我们否定了上述假

说，它原本所针对的那一历史现象仍然有待解释。问题是，促使马克思、韦伯和托尼等人作出上述解释的那

一历史现象究竟是什么？我们该如何重新解释这些现象？遗憾的是，修正主义史学家在忙于证伪上述命题时，

并未对此给予充分的关注。

就笔者的阅读，下述历史现象或许正是促使上述学者得出内战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那些依据：第一，

有别于欧陆的贵族，１６世纪末以来，英国贵族和乡绅更多地参与到现代工商业中。的确，从绅士群体的惯例
来说，从事工商业有损于自己的声望。不过，这并不妨碍贵族和乡绅作为投资者参与其中，而不必直接染指

经济经营。早期采矿、冶金、煤炭、私掠巡航、贸易与殖民公司等行业，之所以能够兴起，与贵族和乡绅在

资金和技术上给予的支持密不可分。许多贵族和乡绅也的确从开发地产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相比于上

述行业中的幕后投资者角色，在纺织业、养羊业和开发沼泽地等行业中，贵族和乡绅则更为直接地卷入到市

场活动中。考虑到纺织业在当时英格兰经济中的重要性，我们不能低估它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影响。纺织业

的繁荣与否直接关乎到拥有羊群和产出羊毛的地主阶级、纺织羊毛的劳工及其妻儿、负责织布的工匠、经销

布匹的服装商，以及负责出口的批发商。② 经济利益，在为乡绅、约曼农、手工业者和批发商提供了一种新的

纽带的同时，也必然会侵蚀着旧有的贵族与乡绅之间、地主与佃户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当然，不能就此下结论说这些直接或间接参与工商业活动的贵族和乡绅就已经资产阶级化了，或是必然

会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但是，如果他们面对共同的敌人，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团结在一起。这就涉及了第二

个现象：内战爆发前后，除了乡绅难以定位之外，支持议会的主要是农村的约曼农、城镇中的手工业者、小

店主和律师等群体，而支持国王的主要是廷臣、贵族、大商人和金融家等群体。将议会党一方联结在一起的，

除了对清教的信仰、对查理一世僭政的恐惧之外，最为重要的当数对斯图亚特王朝的经济政策的不满。这在

１６４１年 １１月议会提交给国王的 《大抗议书》（Ｇｒａｎｄ Ｒ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ｎｃｅ）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撇开序言，在指控
查理一世的 ２０４条中，总计有 ５６条涉及对经济不满。其中，又尤以对税收、强制贷款和垄断政策的不满最为
突出。③

实际上， 《大抗议书》出现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间点。截至 １６４１ 年夏，斯特拉福德伯爵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ｅｎｔｗｏｒｔｈ，１ｓｔ Ｅａｒ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ｆｆｏｒｄ）被处死、劳德被关进伦敦塔、议会也借助 《三年法案》确保了它的宪政位

置。看起来英格兰业已拨乱反正。此外，查理一世并没有使用军队来对抗议会。反而是议会征收了有史以来

最为沉重的税收。因此，舆论此时有转而支持国王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大抗议书》的首要作用就在于

营造舆论。经济问题，尤其是税收和垄断，之所以占据首要位置，恰恰是因为它们重新唤起了许多群体，尤

其是乡绅和市民阶层长久以来的不满，最能让他们重新集结在议会党的旗帜之下。

简言之，促使马克思等人把内战界定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或许正是上述现象，即许多贵族和乡绅参与到

工商业活动中，以及他们共同表达的经济不满。然而，乡绅之所以也会赞同这些经济不满，未必一定要求他

们参与工商业活动。我们无须认为那些站在议会一方的乡绅已经资产阶级化了，把封建制及其维护的生产方

式明确地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查理一世的独裁统治触怒了太多的人。尤其是，国王未经议会同意而强征的

税收和垄断政策，损害的不只是从事工商业的群体的经济利益，而且也危及乡绅的议会权威和地方自治。下

文将对此作更为详细的讨论。

于是，这就涉及了第三个现象，即内战的历史效果。反抗王权的垄断政策，从长远来看，既有利于市民

阶层的工商业活动，也有利于乡绅的地方自治。看起来，现代资本主义与乡绅统治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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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恰是韦伯尝试给出的解释：“望族行政……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则为，由于尽业缩小行政的范围……遂赋予

经济上的主动创新一个几乎是完全自由开阔的天地。”① 较之于欧陆的官僚制行政，治安法官的行政具有疏放

性和间歇性的特征，因而倾向于尽量缩小行政的范围。这虽然不适合于持续和积极地处理行政事务，承担大

规模的公共建设，也不适合于推行统一的法律和政策，但却为中小市民阶层的主动创新提供了空间，从而有

利于尚处于襁褓阶段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要阐明这一点，我们还需要重返内战史，观察乡绅的地方自治与市民的经济活动是如何建立起这种姻亲

关系的。

（二）市民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斗争

上文提及，自都铎王朝以来，直至内战前夕，英格兰历任国王都曾试图打造一个类似于法国那样的行政

集权体制。它以可以随时任免的专业官僚和层级化的隶属关系为特征。在法国，这一官僚制在路易十四手中

臻于完成，并延续至大革命之后，构成了现代官僚制的前身。尽管存在现代理性官僚制的各种特征，但由于

君主仍然亲自介入行政事务，并与部长和其他官僚之间维持着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以及各级官僚在权力行使

上仍然带有家父长制的色彩，所以，韦伯将其定性为 “家产官僚制”。

同一时期，与上述行政集权进程相配合的则是各国君主推行的 “重商主义”政策。其主要特征为在对外

贸易上尽量廉价买入、高价卖出，而在对内经济上则奉行国家干预，推行垄断政策。国王希望借此绕过等级

制会议或议会，把工商业的垄断特权授予私人，从中换取巨额的规费、分享利润或定额的年金，以满足君主

维持官僚制和常备军的财政需求。

这种满足需求的方式……最重要的表现，则出现在 “重商主义”时代，也就是欧洲各国由于工业资本主义

之萌芽、家产制支配下官僚制的理性化，以及军事、外交与内政上货币需要量的扩大，而出现财政营运革命性

变化的时代。不论何处 （而其手段也各不相同），君主权力———不管是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法国的波旁王朝、

奥地利的德蕾莎女皇、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还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皆企图利用工业垄断政策，来筹

措所需货币；这种货币收入不需得到境内等级团体的准许，而且在等级制国家与议会制国家里，君主还时常可

以直接利用它们作为对付等级团体的斗争手段。②

韦伯分析的焦点恰好落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在此，王权打造了一种 “家产制国家资本主义”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ｓｔａａｔｌｉｃｈｅｎ 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ｕｓ）。③ 它试图借助推行垄断政策和济贫政策，把整个国民经济建立在一个理
性官僚制之上。上述政策不只是要抢占新涌现出的经济机会，而且还带有很强的家父长制色彩。君主犹如一

位家父长一样，努力把经济活动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抑制不可控的市场竞争和经济计算所带来的风险，以

确保臣民生计和王室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上文已讨论过济贫政策。就垄断政策而言，国王旨在借此有计划地引进国外技术、培植新兴产业，并从

中获得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具体来说，他凭借授予专利证书 （ｐａｔ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的权利，将某一特定行业
的经营权交由宠幸、廷臣和投机者等群体。从法理上说，出售专利证书，基于国王的大权 （ｐｒｅｒｏｇａｔｉｖｅ），无
须经由议会批准。因此，售卖专利证书，从中获取财税收入，就成为国王谋求财政独立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这项计划如若成功，它将不仅打造一个遵循中央计划的、官僚制的经济组织，而且还将为正在崛起的绝对主

义国家及其官僚制提供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

然而，城市行会和新兴工业中的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小商人等中小市民阶层，以及经济困窘的乡绅，则

因为被排除在上述垄断政策之外，而成为经济利益受损的一方。即便是那些从垄断中获利的贵族、乡绅和大

商人，也不见得完全支持垄断。专利持有者都会承诺以更低廉的价格提供质量更好的商品。然而，一旦建立

起垄断，那么垄断者就会压制自由竞争，把同行生产者排挤出去，然后再向消费者出售价格昂贵、质量却堪

忧的商品。没有人不憎恨对盐和肥皂等日用商品的垄断，除了少数垄断这些商品的人以外。垄断某一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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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会憎恨垄断另一商品的人。总之，仅就经济影响而言，王室垄断政策就招致了太多人的不满。

其次，为了规避普通法法院对垄断案件的裁决，国王还会通过枢密院去发布 “协助令状” （ｗｒｉｔｓ ｏｆ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把挑战专利证书的案件从普通法庭转移到枢密院法庭 （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ｒ Ｃｏｕｒｔ），后者随后则会推翻这些
案件。此举招致了普通法法官的不满。再次，无论是未经议会同意的垄断政策，各种税收和强制贷款，还是

借由国教会、枢密院和星室法庭等机构所从事的行政集权，都有悖于英格兰的古老宪法，尤其是下议院和治

安法官的权力。因此，王室垄断政策在乡绅那里引发的政治方面的不满，不亚于它在市民阶层那里招致的经

济方面的不满。最后，由于国教会为王权的垄断政策辩护，而市民阶层和乡绅的主体则为清教徒，所以这场

斗争也涉及宗教宽容问题。对于清教徒市民和乡绅来说，倡导宗教自由也是从事其他职业，尤其是工业活动

的必要前提。①

于是，围绕着垄断政策而展开的斗争，就发生在以下两方之间：其一是王权和依附于他们的经济利益团

体。其二则是议会权利的捍卫者、普通法法官、市民阶层和一部分贵族及乡绅。他们攻击宫廷和城市的腐败，

维护议会权威，主张破除垄断政策，推行自由贸易。

在上述斗争过程中浮现出来的那种 “市民的经营资本主义”（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 Ｂｅｔｒｉｅｂ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ｕｓ）②，反对政
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贸易和市场调控。当然，它还无法与 １８世纪中叶以后那种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相提
并论，但是，二者却存在着经济道路上的继承关系。１７世纪初，英格兰工业正处在通往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
关口。而垄断则构成了最大的阻碍力量，它把经济置于少数利益团体的管控之下，限制了中小市民阶层借助

自由雇佣关系和自由竞争去获利的机会。总之，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经济利益的冲突，而且还有经济发展道

路的抉择。

早在内战前二十年，乡绅、律师、市民阶层和清教徒等群体的联盟，就在下议院中形成了。那时他们接

受了爱德华·柯克爵士 （Ｓｉｒ Ｅｄｗａｒｄ Ｃｏｋｅ）的领导。１６２４年，由柯克领导的议会迫使詹姆斯一世签署了 《垄

断法》（Ｓｔａ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ｅｓ）。不过，它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反垄断效果。由于它保留了议会许可的行会和公司
的合法垄断权，所以廷臣和大资本家仍然可以借助这些渠道来掩盖他们的垄断行径。此外，国王对所有新发

现矿藏的所有权、不同公司或行会之间借助私人协议去实现联合垄断，以及贸易保护政策等，都提供了规避

上述法律的途径。③ 但它毕竟标志了一个开端，即借由议会立法去保护中小市民及其参与的经济经营活动，抵

御廷臣、大商人和金融家等群体凭借专利权对经济机会的争夺。

１６４０年，长期议会就专利权展开辩论。议会不仅宣布一些垄断无效，而且还通过一项决议，拒绝任何垄
断者在议会中获得席位。四名垄断者因此被驱逐出下议院。正如我们在 《大抗议书》中看到的，反垄断成为

议会号召公众起而反抗王权的最有力的宣传手段。１６４１年，议会下令出版了此前遭到查禁的柯克的 《英格兰

法律总论》（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ｅ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普通法取得了胜利，成为处理经济纠纷的法律依据。④

这场反垄断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为建立基于市场竞争和自由劳动之上的 “理性—资本主义的组织”⑤

铺平了道路。复辟并未改变这一点。１６８９年的 《权利法案》明确废除了王权以大权为由豁免于法律的主张，

从而使其再也无法越过议会向个人出售专利权，工业中的垄断也结束了。１６８９年颁布的另一项法律使采矿业
中的自由竞争成为可能。威廉三世时期，一项新的法律废除了王室对矿产的垄断权。截至 １７世纪末，在法律
上已经不再有任何阻碍采矿业自由竞争的障碍。取而代之的是，议会主要借助奖励来支持某一行业。总之，

１７世纪末，自由贸易原则在英格兰取得了胜利。⑥ 唯一的例外是在外贸领域，那里仍然推行贸易保护政策。
当我们考虑内战的历史效果时，不得不提及的是封建土地保有制 （ｆｅｕｄａｌ ｔｅｎｕｒｅｓ）和监护法院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Ｗａｒｄｓ）的废除。它们原本是为了限制贵族转让采邑，以满足国王在税收和兵源上的需求。然而，封建领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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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统治、市民资本主义与共和制

在榨取农民的劳役的同时，吞噬了后者的购买力，也夺取了自由市场的劳动力。庄园领主靠征敛而得到的那

种购买力，是奢侈性的需求。而只有基于大众购买力和生产力才能构建起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废除封建土地

保有制导致土地成为可以自由开发、买卖和抵押的商品，而原本依附于领主的农民则变成了可以承租土地的

农场主，或是自由流动的雇工。至于那些在工商业中富裕起来的手工业者和专业人士，也可以购买一份地产，

加入乡绅的行列。反过来，原本的乡绅阶层，尤其是他们的小儿子们，也可以投入工商业去牟利。总之，缺

少营利机会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就难以促使人们加入工商业并辛勤劳动。而封建土地保有制的废除，间接地

促进了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①

最后，必须提及乡绅的地方自治对市民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内战摧毁了星室法庭和高等宗教事务法庭，

也打击了枢密院对治安法官的监管。这既有助于乡绅重建地方权力，也取消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较之于贫困救济，治安法官并不热衷于执行市场监管或产品质量方面的各种细节规定。这二者都有利于国内

工商业的发展。治安法官负责的济贫工作，为大批丧失土地、等待雇佣的农民提供了某种社会保障，而疏放

性的行政、对普通法和私有财产的尊重，则为资本家的经济活动和技术创新提供了空间。

综上，英国内战既打断了当时正在崛起的君主制试图借助官僚机构去从事行政集权、建立专制主义的努

力，也打断了试图借助垄断政策将国家资本主义带入现代工业领域中、从而为专制主义提供财政支持的努力。

英国内战并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但是，就其历史效果而言，却无疑有利于英国现代资本主义的

发展。

四、绅士统治：一种独特的共和制

可见，乡绅，而不是市民阶层，才构成了早期现代英格兰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角。乡绅参与的地

方自治和议会政治，不仅重塑了英格兰政制，而且也支持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

乡绅的这种统治形态，我们不妨将其定义为 “绅士统治”（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在此，我们希望保留
“绅士”这个术语在指涉社会阶层时的开放性和弹性。“绅士”的主体为乡绅，但在一端，它也将贵族包括在

内；而在另一端，它则将那些富裕的约曼农、商人、企业家和律师等群体包括在内，只要这些群体通过购买

地产，也加入到乡绅的行列。

１９世纪的市民阶层习惯于把这种绅士统治称为 “寡头制”。因为贵族和乡绅排斥他们与自己分享权力。

麦考莱就把托利党的祖先，即 １７世纪的乡绅，刻画为一群缺乏教养、粗鲁，但又带有贵族自尊、极为保守的
人。② 但是，在托克维尔看来，它却是真正意义上的 “贵族制”（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ｉｅ），即 “优秀之人”（ａｒｉｓｔｏｓ）的统
治。因为它向平民中的精英开放，以维系统治。他还以 “绅士”一词在英法两国的语义差别来说明这一点。

在法国，“ｇｅｎｔｉｌｈｏｍｍｅ”始终指的是与 “ｒｏｔｕｒｉｅｒ”（平民）相对的贵族。相比之下，英语的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却改
变了其原初的含义，不再局限于贵族，而是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③ 就此而言，英格兰绅士比法国贵族要更为

开放和民主。当然，绅士统治绝不符合 “民主制”这个词的本义：民众 （ｄｅｍｏｓ）的统治。它终究把政治领
导权掌控在少数精英手中。但是，如果仅仅以 “寡头制”或 “贵族制”来界定它，那么就会忽略它在现代民

主政治兴起中一度作出的贡献。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使用 “共和制”来定位这种 “绅士统治”要更为妥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共和

制”（ｐｏｌｉｔｅｉａ）介于贵族制和民主制之间，是拥有德性、财富和声望的绅士 （ｋａｌｏｓ ｋａｇａｔｈｏｓ），与拥有自由的
普通公民的一种共同统治。④ 具体到英格兰这里，就乡绅向平民精英的开放，以及绅士统治对君主专制和行政

集权的抵御来说，它对于民主政治的贡献毋庸置疑。不过，除了这一 “消极的民主化”，绅士统治在 “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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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化”上有什么贡献吗？下文将指出，乡绅对公职的积极参与、他们所奉行的绅士平等原则，以及勤勉

而又正直的伦理特质，使得绅士统治成为早期现代英格兰民主政治的领航人和守护者。

乡绅对公职的积极参与，上文已有论述，此处仅略作延伸。英格兰的地方自治，并不只是局限在郡一级，

而且也延伸至乡村教区中。在郡一级，除了由贵族和乡绅出任的官职之外，还有验尸官、治安法官书记、民

兵点名官、典狱长和矫正院院长等官职，在教区一级，则有教堂执事、济贫监督员、警长和公路监察员等官

职。此外，还有巡回法庭和季审法庭上的陪审员。具备一定财产资格的约曼农，甚至手工匠人、小商人和佃

农都有机会出任这些官职。

在这种情况下，乡绅维系的地方自治，不仅为其他群体创造了参与统治的空间，而且还具有一种示范效

果。乡绅积极竞争治安法官和议员等官职，行使权力、赢取社会声望，其他地方精英一旦具备经济条件和闲

暇，也愿意借助出任官职去谋取物质利益或提升社会地位。１７ 世纪中期，大陪审团成员通常从约曼农中选
择，但由于职位的尊贵，所以他们通常也被视为 “绅士”。内战前夕，肯特郡的几位王党乡绅，试图借助季

审法庭的大陪审团向议会提交请愿书。在此，大陪审团相当于一个由乡绅领导的，表达约曼农等 “中等阶

级”的意见的议会。① 又由于这些官职大多为短任期，借助抽签或选举从具备资格的人中选出，所以就给了

许多地方精英参与自治的机会。１７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约 ９７００个教区，假设每个教区拥有一名警长、
两名教堂执事和两名济贫监督员的话，那么在任何时候都有 ５万名教区官员。１７００年左右，在任何一年中，
每 ２０名成年男性就有一位在统治，在任何一个十年中，一半的人口在统治。１８００年左右，在 １４０００个教区和
城镇中大约有 １０万人担任过官职。此外，在巡回法庭和季审法庭每次开庭时，有 １万名陪审员、８０００名民兵
官员和 ３８００名活跃的地方治安法官出席，参与审理重大的刑事案件。在 １８世纪末的教区会议 （ｐａｒｉｓ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ｒ ｖｅｓｔｒｙ）上，参加者多达 ４０万人之众。这些出席者通常为支付贫民救济税，但却没有资格投票选举议员的
人。教区为他们提供了政治舞台，他们在此选举教区官员，并参与政治决议，负责行政管理。②

如此之高的政治参与率带来的远不止是地方精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提升。乡绅和其他地方精英在

履行公职中，接受政治教育，学习如何处理行政事务，如何作为普通公民去履行义务；在参与统治中，把自

己的视野从局部社区扩展至郡县，乃至国家。他们由此养成的则是一种内化于地方行政中的对个人权利和义

务的清晰认识，对郡县和国家命运的积极关注。简言之，是一种植根于地方的公共精神。相比之下，在法国

这种借助官僚制行政自上而下贯彻国家意志的地方，行政管理掌握在专业官僚手中，普通民众很少有机会去

参与统治，并且养成了依靠政府去包办一切的习惯。当政府没有满足民众的预期时，他们就会抱怨政府，甚

至倾向于一举推翻不合心意的政府，寄希望于一套崭新的制度去解决所有事情。一个丧失了自治能力的民族，

便只能徘徊在专制与革命、行政集权和无政府之间。由此留下的政治格局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官僚制与一盘散

沙的大众的对峙。③

当乡绅们聚集在季审法庭、小审法庭和各种临时委员会时，奉行的是一种合议制的决议方式，即两名及

以上的治安法官，集体审议。在下议院中，他们同样平等地坐在一起，共同协商。④ 简言之，这里存在着一种

统治精英内部的民主制。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它时常显露出来的寡头特征。但是，寡头统治只是绅士统治的

一种败坏的形态，而并不等同于后者。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其他群体何以在陪审团和教区会议等组织中也

奉行平等议事的习惯。普通民众若不是在乡绅领导下养成了自治的习惯，那么，英格兰通往现代民主制的道

路或许就将是另外一幅图景。

在此，奉行 “绅士平等”的关键在于，每个人必须在其他人面前证明自己是一名绅士，据此来获得同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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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统治、市民资本主义与共和制

和民众的尊重。而要证明这种绅士伦理资格，他就必须展现出 “男子气概”（ｍａｎｌｉｎｅｓｓ）。① 一方面，他必须
严格遵守绅士的礼仪，锻造出慷慨、自制、正直和富有责任感等德性，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展

现出勤勉、坚定、沉着、务实和富有经验的品质。最为重要的是，当面对危险或复杂的处境时，他必须展现

出自己的勇敢、坚毅和自信。这种绅士风度，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的影响，是一个难以评

判的问题。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它得益于绅士群体在日常交往中所维系的一套承袭自中世纪骑士的习俗和荣

誉观，人文主义教育传统中希腊和罗马英雄人物的榜样作用，以及亲自参与政治活动而历练出来的一套为人

处世之道。

这种独特的伦理特质也是出任治安法官的首要条件。② 借由治安法官和其他地方官职，上述伦理规范就

在普通民众那里扩展为一种风俗上的权威力量。它既能够为民众树立起某种榜样，也能够制约各种言行不端。

缺乏这种伦理规范，民主政治的发展就有可能逾越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政治准则，演化为激进的暴民统治，而

新生的资本主义也有可能堕落为贪婪的营利欲和尔虞我诈的竞争。就此而言，绅士统治构成了英格兰民主政

治和市民资本主义得以平稳发展的守护者和领航人。

这恐怕也是德性伦理在现代世界中的最后一块阵地。当大众民主和市场经济携手并行，从而在现代世界

中扩张为一种压倒性的制度形态时，它们援引来为自己服务的是无须德性，而只看重专业技能、奉行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官僚制。绅士们既无力去应对那些新生的专业事务，也无处再去践行自己的伦理德性。１９世纪
中叶，伴随着大众民主的兴起，现代政党的出现和文官制度改革，绅士统治在英美两国都走到了末路。不过，

作为现代国家构建中的一种实践，绅士统治始终昭示着一种可能性，一种与民主政治兼容、甚至还能够激发

民众的政治参与，而无须依靠官僚制去负责自身事务的可能性，以及———就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使用 “绅

士”这个词时提醒我们的那样———一种富有德性的、美好生活的可能性。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基于晚期韦伯 ‘国家社会学’的国家理论研究”（２０ＣＳＨ００９）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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